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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制是美国政治的死穴吗？
——通过新冠疫情防控表现进行的观察

李海默

[ 内容摘要 ] 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说联邦制度是美国防疫失败的本质原因。但美国

的防疫因其联邦体制的固有性设计，必然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威信，且愿意担责任、尊

重科学专业意见、做事顾及后果和影响的联邦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并强力支持各州

防疫以齐头并进，而当这样一个角色明显缺失或不作为时，美国的联邦体制可能正好反

过来会对疫情的持续延烧产生某种“助燃”效应。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即便是在以强调

地方权力而著称的美国联邦制里，中央仍需有一定统筹规划之权，且必得负起协调诸方

之责，方得统御全局，应对如新冠疫情一类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当联邦政府缺位或不

作为时，仅凭地方一域之力，难以真正有效遏制态势、稳定局面和摆脱问题。此外，笔

者分析了 2020 年美国大选与美国疫情间的关系，发现各“摇摆州”内，若一州为“红营”

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低于或持平该州人口排名，则该州较可能“翻红”，

如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若一州为“红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高

于该州人口排名，则该州较有可能“翻蓝”，如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

[ 关键词 ]  美国；联邦体制；新冠疫情

一、导论
此次新冠疫情爆发，美国防疫失利，累计死亡人数至 2020 年 12 月已超 30 万，世所共见。

有的人归因为美国是联邦制，(1) 但很快有人反对这种归因：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亦为联邦体制，却

未见有明显失分，于是又有人归因为美国独特的联邦体制制度框架不利于防疫，这可能有一部分

的道理，因为在 1918 年大流感爆发时，当时民主党威尔逊总统主导的防疫也是一团糟，以至于

最终死了 67.5 万美国人。此外，从公共医疗的视角看，美国联邦体制决定应对新冠病毒的防疫

权限是被各州、各更基层地方和印第安部落的 2000 余个公共健康机构分割与各自享有的，基本

不可能实现整齐划一的行动。有学者认为这种公共卫生领域的联邦制化，实际效用其实很有限

（overrated）。(2) 更有论者认为美国各州之间防疫措施及成效的彼此差距和多元样貌，比欧洲各

(1) 如有学者认为不实信息、联邦主义和自私自利这三大要素显著拖累了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反应，见 Michael Ollove, 
“How Misinformation, Federalism and Selfishness Hampered America’s Virus Response”(August 18, 2020),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blogs/stateline/2020/08/18/how-misinformation-federalism-and-selfishness-hampered-
americas-virus-response,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2) 参阅 Nicolas Terry, “COVID-19 and Healthcare Lessons already Learned”,  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202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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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间都要来得更大和更突出。(1) 最新的一项研究也指出，现行的美国联邦体制至少在两个方面

使疫情状况恶化：一方面，加剧了不平等性，因为有不少州对特定社群的社会福利与保障项目

长期投资不足；另一方面，不少在疫情管控方面最吃紧的州却恰恰由于长期奉行低税政策及配套

基础设施不够完备而难以有效应对和处理疫情。(2) 米歇尔·梅洛（Michelle Mello）等美国医疗政

策领域的研究者直言：联邦政府实际做的事情显得太少了（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one too 

little）。(3) 法学界如南希·克瑙尔 (Nancy Knauer) 等学者指出联邦层级的防疫政策缺乏一致性

和确定性，是极大的不足。(4) 也有的学者认为同为联邦体制，澳大利亚的制度值得美国参考和学

习，尤其是设立如澳大利亚各级政府间理事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emnts，COAG），

澳大利亚卫生保障领域主要官员联席委员会（Australian Health Protection Principal Committee， 

AHPPC）等常设性政府间论坛，会有助于构建一种合作性的组织框架以应对疫情，并将有助于

减少联邦政府在应对疫情时无益的泛政治化（politicization）取向。(5)

但是，笔者认为，美式联邦制并非美国防疫失败的主因，如果联邦层级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诸

州的作用，针对疫情形势变化而稳健可靠地因应，也许美国的形势不至于像现在我们所见的这么

糟糕。坦率地说，若美联邦政府能和各州一道共担责任（shared responsibilities）、同履使命，

美国防疫甚至有可能做得不输于其他联邦政体。(6) 当然，此刻其时间窗口早已流逝和关闭，美国

疫情失控已成定局。美国政治学者罗斯·贝克（Ross Baker）非常形象地形容了美国联邦体制在

此次防疫作战中的进退失据：一方面，联邦政府对疫情缺乏强有力的回应和处置；另一方面，各

州行动亦不得充分自由而受到牵制和掣肘。(7) 更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现状就是联邦政府、各州和

更基层的地方政府乱成一锅粥，针对公共健康、经济和大众安全等议题各自为战，互斗不休，彼

此捉对厮杀。(8) 美国政治学者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Kettl）教授则指出，美国在面对新冠病毒时，

其治理体系无法胜任工作，部分原因是美国在防疫的早期阶段不如其他联邦体系有力，部分原因

是在全国范围内各州人民所享受的待遇差异很大。而其治理和应对模式广泛存在的（有时是疯狂

的）差异性意味着人民遭受的痛苦超过了他们所需要承受的“剂量”，而且在某些地方，人们遭

(1) 参阅 Gerard Baker, “Federalism Makes America’s Pandemic Response Unique”(May 29, 2020),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
com/articles/federalism-makes-americas-pandemic-response-unique-11590775143,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2) 参阅 Nicole Huberfeld, Sarah H. Gordon, and David K. Jones, “Federalism Complicates the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is: What Can Be Done?”,  Journal of Health Politics, Policy and Law, 2020, 45 (6), pp.951–965。

(3) 参阅 Rebecca Haffajee and Michelle Mello,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2020,382(22), e75。

(4) 参阅 Nancy Knaue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Federalism: Who Decides?”,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Legislation and 
Public Policy, 2020, 23(1), Temple University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2020-14。

(5) Davia Cox Downey, et al.,“Federalism,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50(6-7), pp. 526–535. 

(6) 甚至还有学者，如杰伊·科斯特（Jay Cost），认为新冠的疫情冲击凸显出了美国联邦体制的优长之处，不过笔者认为这种看
法实在过于乐观和天真。

(7) 参 阅 Ross Baker, “Donald Trump’s Laissez Faire Federalism Is as Toxic as COVID-19”(July 14, 2020), USA Today, https://www.
usatoday.com/story/opinion/2020/07/14/donald-trump-federalism-coronavirus-covid-19-response-column/5424862002/,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8) 参 阅 Alan Greenblatt, “America’s Governments Are at War with Each Other” (July 24, 2020), Governing, https://www.governing.
com/now/Americas-Governments-Are-at-War-with-Each-Other.html,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亦可参阅 Donald Kettl, “The Federalism 
Partnership That Is No More”(August 18, 2020), Governing, https://www.governing.com/now/The-Federalism-Partnership-That-Is-No-
More.html ,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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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痛苦远比其他地方要多得多。(1) 甚至有分析指出，本来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

财政联邦制的表现一直优于欧元区，但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下，欧元区联盟的表现却远优于美国的

财政联邦制。(2)

的确，有一些事情在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就已经长时期地存在，例如，一个价格高昂

且效能不彰的医疗保险体系，人民中普遍的对政府行为的不信任感及笃信强者至上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思潮，广泛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种族因素，

中下阶层人民往往开销模式“月光”而并无足量保障性存款以救急（导致大规模的封城无法开

展），民粹主义取向的政治极化 (3)，放任型社会（permissive society）模式 (4)，占有式的个人主义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盛行，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当道而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难以形成等，都不能说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才有的新现象。(5) 不过很难否认的是，特

朗普的执政加剧、恶化了这些既有的老问题的新延烧。同样的情况是，正如戴维·琼斯（David 

Jones）等人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政府在若干个方面的做法都是在实质上助长了疫情的

扩散和蔓延，包括对各州的帮助扶持明显不平等，资金拨款和物资供给到位的大幅度延迟，对于

疫情信息发布的信口乱说，导致资讯混乱及全美新冠病毒检测试剂供给量不足等。(6) 更让人感到颇

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联邦主导的关于全美病床数和确诊病例数的统计汇总的真实性都遭质疑。(7) 

在联邦制的防疫效力上，特朗普政府干得也是一塌糊涂，完全不能有效统筹协调各州的防疫

进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美国的中央和各州政府间关系即已开始走向不协调和趋于紧张，

联邦政府对各州领导力不够时，往往导致各州只能选择独自行事。这样的情况到特朗普时代愈加

显著，(8) 并在此次美国疫情爆发后集中体现出来。一些学者更着重指出，特朗普主导的联邦制在

此次防疫中最大的败笔，即是由一部分非常无能的州长率先带头推进政策实施，佐治亚、亚利桑

那、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几个州的州长明明封城时间未够却率先解封，造成防疫破口的恶例，

问题一发不可收拾。而这几个州长之所以如此做，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都是共和党人，意在积极

(1) Donald Kettl, “States Divided: The Implications of American Federalism for COVID-19”,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20, 80(4), 
pp. 595-602. 

(2) 参阅 [No Author],“America’s Fiscal Federalism Is Less Superior than You Might Think” (August 22, 2020), The Economist, https://
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0/08/20/americas-fiscal-federalism-is-less-superior-than-you-might-think,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3) 参阅李海默：《特朗普时代，民粹主义有多少副面孔》（2019 年 2 月 25 日），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3013085，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1 月 11 日；李海默：《美国政治走向极化是因为主要政党不够强势吗？》（2019 年 1
月 10 日），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13085，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1 月 11 日。

(4) 参阅李海默：《“放任型社会”：西方自由主义的危机》（2014 年 6 月 4 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249070，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1 月 11 日。

(5) 也非特朗普一人应承担美国防疫失败全部责任，类似的看法并不完全公允。此次美国疫情过程中，我们看到大量美国人将“自由”
放置于“生命”之前，在海滩、派对等场合蜂拥扎堆且不戴口罩，完全忘记了美国建国者最初强调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
三要素的次序先后问题。参阅李海默：《命之不存，自由焉附？——误入歧途的当代美国政治保守主义》，《海峡评论》2020 年
11 月号。

(6) Sarah Gordon, et al., “What Federalism Means for the US Response to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May 8, 2020),  JAMA Network, 
https://jamanetwork.com/channels/health-forum/fullarticle/2766033,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7) 参阅 Charles Piller, “Federal System for Tracking Hospital Beds and COVID-19 Patients Provides Questionable Data”(November 29, 2020), 
Science,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20/11/federal-system-tracking-hospital-beds-and-covid-19-patients-provides-questionable-
data,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8) J. Edwin Benton, “Challenges to Federalism and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Takeaways Amid the COVID-19 Experienc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50(6-7), pp.53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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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特朗普的尽速重启经济以抵御疫情压力和冲击的主张。特朗普在联邦统筹防疫方面做的工作

本就严重缺失，而在这种严重缺失和不足的工作里，因应 2020 年大选情势，特朗普还将原本应

属科学和卫生领域的防疫一事高度“政治化”，和政党政治的操作直接相连，这就进一步导致了

美国疫情的失控。(1) 公共卫生学者阿希什·贾（Ashish Jha）看得相当清楚，在目前美国联邦制主

导的防疫体制下，由于联邦中央欠缺重视和领导力，各州之间步调、措施无法协同，一州在协同

防疫方面所做各种努力的有效性最多只能等于它的表现最不尽如人意的邻州。(2)

   

二、略述美国联邦体制之形势
追溯问题根源，我们可以先来简略看看美国联邦制的基本制度设计。

美国现行的联邦主义体制，联邦政府独享的权力包括铸币、规管各州之间及美国与外国之间

商贸、管理邮政系统、组建和维系军队、惩罚造假、对外宣战等。这一部分权力是法律明白宣示

和详尽列举的（enumerated powers）。各州所保有的权力（reserved powers）包括批准对宪法的

修正案，维持民兵（国民卫队），组建更基层地方性政府，举行选举，规管本州之内商贸（regulate 

intrastate commerce）和提供公共卫生、公共福利、公共安全等服务。还有一些权力介乎两者之间，

这一部分权力叫作联邦与州共行之权（concurrent powers），包括征税、借钱、制定和施行法律、

组建法庭、在必要时征用私人财产并给予补偿等。严格来讲，防疫的确主要由各州主导，但与此

同时，联邦政府仍有统筹协调规划并给出明确指针性建议之职责，因为疫情随着人员和物资而流

动，即于很多时候会发生在各州的彼此交通往来之间。

美式联邦主义的特征，早在民国时期，宪法学者张君劢已经明确说过：“中央各省权限之划分，

计有三法。将中央之权列举之，如美是也……依第一法，则中央之事权明确规定，至各省之事权，

则以剩余权之意义解释之，即凡不为宪法所禁止者，皆省之权力也。此法也，于划分权限，虽甚

简单，然往往剩余权之中，有关系全国利害者，乃各省根据剩余权以抗中央，而动摇及乎全体。”“美

以各州权限之不列举，而徒凭剩余权之名义为根据。”“凡不列举者，既属于各邦，各邦之行使此权，

大抵专为自己着想，而不为中央计，于是因剩余权问题，而各省与中央，常起冲突。亦有宪法上

已有明文规定，双方解释各异，中央曰此中央之权，各州曰此各州之权，因此而发生误会者有之

矣。”(3) 从学理上讲，美国联邦体制下各州权力不小，下面举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在美国，绝大

多数公共政策的推行都发生在政府间交互作用的层级，因为联邦政府往往将政策推行的权力交付

到各州民选机构的手上，州政府对政策的实际推行往往有比较大的影响能力。在具体推行时，州

政府往往会将联邦政策转化成一种会使州政府受益的模式，他们或者控制规管联邦项目的实际施

行，或者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执行联邦意图，而最终目的皆是操纵控制联邦公共政策，为己增加实

(1) 关于联邦主义和美国新冠疫情之间的关系，笔者也请教了几位美国政治学者。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罗伯特·夏皮罗（Robert 
Shapiro）教授向笔者谈到，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发集中展现出了美国联邦体制的界限和其面临的挑战。在美国联邦体制下，有些
政策制定工作留给了美国各州，因为它们仅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并不影响或冲击美国的基本权利，或宪法或国会通过的法律所
赋予的联邦政府权力。但是，如果某些州的问题需要用到州层级所没有掌握的资源，并且受到其他国家 / 地区跨越国界的影响时，
则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干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2) Ashish Jha,“One Virus, Two Americas: How Federalism Both Saved and Doomed the United States”(September 22, 2020),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coronavirus-one-virus-two-americas,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3) 张君劢：《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22—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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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利益。(1) 美国政治学者大卫·杜鲁门（David Truman）曾说，美式联邦制的核心要旨即是其创

造出了一系列各自独立分散开来的，且能自给自足的，关乎权力、威势和利润的多个中心。(2) 但

是我们都知道，疫情来如山倒，流窜扩散、多震中爆发且各州联动，在这一情势下，若离开联邦

政府的统筹兼顾、宏观调度，各州单兵作战、各自为政，势必很难解决问题。正如美国防疫专家

们在总结前阶段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基于新冠疫情的传播特性，现在远不是强调地方政

府的自由权力的适当时机（when epidemiologists warn that a pathogen has pandemic potential, the 

time to fly the flag of local freedom is over）。(3) 事实上，在疫情早期阶段，由于特朗普政府缺乏

有效作为，曾有数州打算结为类似“州际互保”的联盟（尤其以新泽西、康涅狄格和纽约三州为

代表），(4) 但是实际效果也并不显著。这里又涉及所谓“水平式联邦制”的问题。美国政治研究

领域一般将联邦层级与各州层级之间关系称为“垂直式联邦制”（vertical federalism），而将各

州彼此之间的范畴领域称为“水平式联邦制”（horizontal federalism）。在美国，“水平式联邦制”

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长期以来，各州普遍缺乏足够主观能动性去解决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人

们往往最终还是诉诸和依赖于联邦政府的介入去处理和解决那些问题。(5) 有的研究认为将公共卫

生领域的州际协作框架（interstate partnerships）常态化与组织化，也许是对抗联邦政府缺位的一

种有效措施。(6)

其实，在美国建国时代，对于联邦体制的准确定位已有不少相关讨论。比如杰斐逊在一开始

时将联邦制定义为一种就州内之治与州外之治间的区隔，后来则渐渐转向将联邦制定义为非常时

期与一般时期政府管治目标之不同。在非常时期，政府必然需要更高层级的有效运转，因此也就

需要联邦政府对州的内部治理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the intrus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7)

疫情爆发固然属于非常时期，且依美国现行体制，在此种时期联邦政府也需调动力量、有所作为。(8) 

此外，我们需考虑到美国不但是总统制，而且是强总统制，亦即总统手中握有之权力与各总统制

国家相较为强，因此，美国联邦体制与强总统制必有一定之关联性。在美国建国时代，处于政治

光谱两端的分别是汉密尔顿代表的北方相对较保守派势力（但不蓄奴）和杰斐逊代表的南方相对

较自由派势力（但蓄奴），两派都同意联邦制原则，也都同意总统制的设计，但相对而言，杰斐

逊派较为强调各州手中之权力，汉密尔顿派较为强调总统握有之权力。美国宪法创立时，杰斐逊

(1) 参阅 Lael Keiser,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Manipulation of Federal Social Security Disability Programs”, State 
Politics and Policy Quarterly, 2001, 1 (2)。

(2) 参阅 James Wilson, et al., American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8, p. 
52。

(3) 参 阅 Beth Duff-Brown,“Federalism Meets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April 6, 2020), Stanford 
Law School Blogs, https://law.stanford.edu/2020/04/06/federalism-meets-the-covid-19-pandemic-thinking-globally-acting-locally/,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4) 参阅 Alexandra Cockerham, et al.,“The COVID-19 Pandemic Show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American Federalism”(April 3, 2020), 
LSE - US Centre, https://blogs.lse.ac.uk/usappblog/2020/04/03/the-covid-19-pandemic-shows-the-power-and-limits-of-american-federalism/,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5) 参阅 Jack Plano, et a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Dictionary, Hinsdale, Illinois: The Dryden Press, 1972, p. 38。

(6) 参阅 Rashmita Basu, et al.,“How the United States Flunked the COVID-19 Test: Some Observations and Several Lesson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50(6-7), pp.568-576。

(7) 参阅 Jeremy Bailey, Thomas Jefferson and Executive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38。

(8) Rebecca Haffajee and Michelle Mello, “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 — The U.S. Response to COVID-19”, e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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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出使法国，汉密尔顿则正主持其事，故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里并未特别强调或突出州权，且给

予总统之权算是比较大的，后来 20 世纪里因应各种国际国内形势，总统之权进一步扩展，而联

邦中央层级所握之权亦进一步增大。

另外，在美国现行联邦体制下，联邦所拥有的税收资源远远大于各州和各地方政府（state 

and local）之总和。在 2008 年时，前者与后者的比例已是 63% 比 37%。(1) 在 2018 年，如果以各

项政府收入加总（包括税收和社保项目收入等）计算，联邦政府与各州和各地方政府加总后的

比例是 64% 比 36%，(2) 可见联邦手中资源之多。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各州更为依赖华盛顿给

予财力拨款上的支持。目前学者一般将当代美式联邦主义称为“有连带条件的联邦制”（strings 

attached federalism），意思即是各州必须推行依联邦所定规则而生成的公共政策，如果各州未能

依照联邦指针纲要而行事，将可能失去联邦拨款的支持。(3) 此外，正如美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的

那样，美国联邦制政治当下的一个特色是行政机构主导的联邦制（executive federalism）的兴起，

比如对于政治拨款的主导性影响力就已渐渐从各州与联邦层级的立法机构移转到行政机构。凡此

种种，皆可见美国总统对联邦制日常运行所拥有的重大影响力。

事实上，早在 2015 年，就已经有美国学者详细讨论过大规模传染病爆发对联邦体制可能产

生的冲击。当时揭示的最主要问题有：一是大部分的州皆无力应对可能导致患者大规模死亡的公

共卫生事件；二是在应对处理这些事件时，各州手中实际掌握的财政资源都是远远不足的。(4)2020

年的美国新冠疫情发生时，这样的情况亦无大的根本性改善。从原理上讲，当各州因疫情产生财

政收入损失时，联邦应介入并予以补贴，但是此次美国实际抗疫中在这方面也做得非常不足够。(5)

更遑论有学者预计全美各州加总，在财税收入方面共将面临 1050 亿美元的巨大损失。(6)

三、集权与分权之两歧
如上所述，当特朗普主导的联邦制直面全美防疫时，颇有一战即溃之象，很多的观察者和分

析人士都深感极端失望，但同时，他们其实也多所顾忌。

其中一种矛盾心态便是，一方面很多人都希望联邦政府能更有效统筹指导各州抗击疫情的

工作，但另一方面基于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执政记录，他们却也不愿赋予特朗普更大的总统权力。

早在 2019 年时，特朗普就曾公开说“作为美国总统，我想干吗就干吗”（I have the right to do 

whatever I want as president），并援引美国宪法第二条支持自己的立场。在被弹劾时，特朗普怒

称整个弹劾进程都是“虚假的闹剧”（phony hoax），是一场政变（coup），是“不合宪”的；

(1) 参阅 Thomas Patterson, We the People,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9, pp. 92-93; Mark Rozell and Clyde Wilcox, Federal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 参阅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2020, Section 3, Table 3.2“Federal Government Current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Table 3.20“State Government Current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and Table 3.21“Local Government 
Current Receipts and Expenditures”。

(3) 参阅 Marc Landy, et al.,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34-136。

(4) 参阅 Larry Gerston, American Federalism: A Concise Introduction, Milton Park, UK: Routledge, 2015, pp. 154-155。

(5) 参阅 Alex Waddan, et al., “Stuck in Neutral? Federalism, Policy Instruments, and Counter-Cyclical Responses to COVID-19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Society, 2020, 39(3), pp. 458-477。

(6) 参阅 Jeffrey Clemens and Stan Veuger, “Fiscal Federalism and the COVID-19 Shock in the US”(September 28, 2020), VOX EU CEPR, 
https://voxeu.org/article/fiscal-federalism-and-covid-19-shock-us,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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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弹劾有惊无险顺利避过时，特朗普更富热情地到处宣称他所拥有的巨大总统权力。在 2020

年 4 月，美国面临严峻防疫形势时，特朗普更公开说作为美国总统，其所拥有的权力是完全的，

并声称联邦政府享有绝对权力。特朗普团队中人，尤其是前后任司法部部长，没少为这种所谓的

“强总统制理论”摇旗呐喊、保驾护航。特朗普的基本思路就是他手中的权力多多益善，最好能

让他无所不能、免受监督，但是有些具体权力，如领导统筹全美的防疫工作，则因相关的责任担

当（responsibility）极端重大，一旦做不好可能引发重大政治后果，无法轻描淡写地搪塞敷衍过去，

而非他所喜，故干脆推卸和抛开。对于其他责任较小而收益较大的权力，特朗普则是趋之若鹜，

一心追求索取。有些学者分析特朗普执政记录，甚至得出结论，认为他在试图将总统职权置于整

个美国联邦体制和权力运行架构的核心地位（presidential-federalism）。(1) 但问题在于，特朗普以

上这些话明显是错误和没有根据的。就连保守派的知名法律学者、以支持强总统制著称的加州伯

克利大学柳约翰（John Yoo）教授都认为特朗普说的话大有问题。他承认总统的确有权参与形塑

公共意见和施压州长向联邦政策靠拢，但是，在国内事务上总统权力实际有许多限制。联邦政府

的权力只限于宪法所定的受限制的和确切宣明的部分，并无权规管公共卫生或全美所有事务。各

州公共卫生事务之权在各州州长，各州对其境内发生的大小各项事务皆有监管巡查之权。总统在

这些事务上真正能做的，更多地只能是一种劝说（persuasion）而非指令（command），比如以

联邦抗疫资源的调配相招徕，或使用公共舆论平台发出总统的意见以影响大众看法等。也就是说，

特朗普讲的“完全的权力”从本质上讲是根本不存在的。(2)有些论者认为疫情中联邦政府表现差劲，

而各州及地方政府则表现相对较好，因此反而是仰赖于联邦制，美国才不至于全盘皆输。(3) 这种

看法也许夸大其词，但核心正是担忧若给特朗普更多权力，只会导致局面更坏。从理论上讲，如

果联邦政府勇于任事，且重视防疫，于此疫情爆发之时适当向中央协调统筹机构更多赋权，然而

特朗普领导下的联邦政府恰好是轻忽、回避疫情，顾左右而言他的那种情况，这就自然而然会让

人倍感踌躇和疑虑。

政客新闻网（Politico），则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新冠病毒全美大爆发之后，特朗普

政府正试图将应对的权力和责任都下推到各州层级政府，以示自身并不需对疫情大爆发的后果直

接负责，而各州一方面从特朗普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却仍得不到足够的联邦层面的防

疫技术和工具支持。如此情况下，有的州长（如科罗拉多州和马萨诸塞州）就干脆绕过联邦政府，

直接向中国采购防疫材料。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当纽约疫情大爆发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开启

了互相“甩锅”模式，特朗普说民主党先前主导的弹劾客观上导致他在应对疫情方面分身乏术，

又认为情况恶化主要是由民主党籍的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州长防疫工作太晚起步而造成，但纽约州

长则直指联邦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援助和相关指引，才是问题延烧的罪魁祸首。当有人提

出是否要全国封关防疫时，特朗普也说交由各州层级自行决定，不会在联邦层级进行全国性封关。

(1) 参 阅 Nicholas Jacobs and Connor Ewing, “The Law: The Promises and Pathologies of Presidential Federalism”,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 2018, 48(3)。

(2) 关于此点，参阅李海默：《特朗普说美国总统想干嘛就干嘛，假如汉密尔顿复生会怎么看？》（2020 年 7 月 8 日），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055398，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1 月 11 日。该文标题中的“干嘛”应为“干吗”，
但为读者查阅文献，本刊仍按该文的原标题析出。

(3) 参 阅 Caroline Chang, Scott Moore, and Ali Wyne, “Federalism in the Time of Coronavirus: A Comparative US Advantage” (May 
29, 2020),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5/federalism-in-the-time-of-coronavirus-a-comparative-us-advantage/,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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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还表示现在各州州长与其动辄叫联邦援助，不如先全面清查州内现有资源（尤其是私人医

疗体系手中掌握的资源），然后再合理统一调配，来得更实在有效。许多评论者都认为特朗普是

在拒绝执行领导整个国家的任务，也许，在此可以为特朗普稍微辩护一下，因为我们回看当年特

朗普选战时的口号，的确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他上任后，将减弱联邦政府扮演的角色，并让地方

政府有更多发挥的空间。(1) 总体而言，就美国民众观感来说，2020 年 3 月底的一项民调（monmouth 

poll）告诉我们，大约 50% 的受访民众认为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表现优良，而有 72% 的受访民

众认为其所在州州长防疫工作做得好，相较而言，还是各州州长占上风。(2) 同年 7 月的一项民调

显示 70% 左右受访者认为其所在州州长的防疫工作做得比特朗普好。(3) 同年 12 月的一项民调显

示 51% 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在州州长传达了清晰的防疫计划路线图，46% 的受访者认为候任总统

拜登做到了此点，而只有 33% 的受访者认为现任总统特朗普做到了此点。(4) 但我们也需要明白，

即使在美国的联邦制制度框架下，州层级的政治实力归根结底也仍是比较有限的，且普遍而言，

各州都需要平衡其预算，因此州层级很难运用赤字性开支（deficit spending）去纾困救市，各州

亦无联邦储备系统那种开机大量印美钞的权力。

美国学者格雷格·高兹豪瑟（Greg Goelzhauser）等人归纳分析美国联邦制度在应对新冠疫

情的表现时，将其总结为：极化的和（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惩罚性的政府间关系结构（polarized 

and punitiv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5) 美国学者乔纳森·菲斯克（Jonathan Fisk）等人的研

究则称特朗普领导的联邦体制在疫情面前表现皆系“交易性质”的，总统与各州州长间、各州州

长彼此之间的行为模式都由交易的目的来主导，显示出一种“交易型的联邦体制”（transactional 

federalism）的特征。(6) 这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若按哈佛大学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等

学者的看法，应对疫情理想状态的美国联邦体制应同时将集权与分权两股态势并进处理，使两种

态势各司其职且相互配合，而不是非黑即白，硬要在两股态势间择其一而弃另一。(7)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疫情之后，特朗普与美国联邦主义政治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势

将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乔治梅森大学伊利亚·索敏（Ilya Somin）教授早在 2019 年就已敏锐

地观察到，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多的左翼进步主义者开始对联邦主义原则心存好感，他们寄望

于各州层级和地方政府层级能有效制衡来自华盛顿的政令，并对脆弱的少数派势力提供一定的庇

(1) 参 阅 Adam Harmes, The Politics of Fiscal Federalism: Neoliberalism versus Social Democracy in Mutilevel Governance , Montreal, 
Quebec: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207-208。

(2) 特朗普曾一度想在复活节前后使全美日常生活重新运转起来，后来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一部分是由于疫情快速发展，另一部分
也是由于各州州长极力阻止。

(3) 参阅 Ben Kamisar and Melissa Holzberg,“Americans Trust Governors More Than Trump on Coronavirus, New Poll Finds”(July 7, 2020), 
NBC News,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20-election/americans-trust-governors-more-trump-coronavirus-new-poll-finds-n1233031,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4) 参阅 Megan Brenan,“Governors Rated Highest for Conveying Clear COVID-19 Plan”(December16, 2020), Gallup, https://news.gallup.
com/poll/327854/governors-rated-highest-conveying-clear-covid-plan.aspx,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5) Greg Goelzhauser and David Konisky, “The State of American Federalism 2019–2020: Polarized and Punitiv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2020, 50(3), pp. 311–343.

(6) Jonathan Fisk, et al.,“Seeking Patterns in Chaos: Transactional Federalism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50(6-7), pp. 512-518. 

(7) 参阅 Danielle Allen, et al.,“Federalism Is an Asset: How to Activate It to Build a National Pandemic Testing Program”(April 28, 2020), 
Edmond J. Safra Center for Ethic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s://ethics.harvard.edu/files/center-for-ethics/files/federalismisanasset.pdf,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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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1)2020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联邦制的一个特征是各州州长、首席检察官

和各州立法机构经常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对抗，并致力于减低其影响与冲击的力度（尤其是在

健保、气候和教育等领域）。(2) 目前有的学者认为疫情过后美国将进一步地方分权化。(3) 从美国现

代政治史的角度而言，一般规律是大的危机之后联邦权力会得到进一步扩张，但由于特朗普政权

将防疫任务主要交由各州层级执行，这一普遍趋势很可能会被逆转过来。(4)

本来，美国各州层级的党派间斗争就是很激烈的，甚至曾有美国学者指出，在不少州的情况

是，州一级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远比联邦国会层级的两党之争来得更为厉害、更为水火不容。(5)

随着地方分权化的大规模展开，各州层级的政治极化互搏现象可能愈演愈烈。

四、被高度政治化的联邦防疫体制 (6)

从一个层面看，特朗普的防疫不力也许或多或少还和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设计相关，毕竟依

照现制，真正关系到特朗普是否能成功连任的就只有那几个“摇摆州”的选情，特朗普只需将海

量选战资源不断注入那几个州即可（而且若该“摇摆州”现为民主党人执政，则特朗普更可在需

要时“甩锅”给“民主党州长防疫不力”），(7)“红州”基本盘防疫再差、再崩坏最后也会含泪

支持共和党，“蓝州”防疫再好、再健全也不会把票投给特朗普。选举人团制度作为一种绩效考

核体系，阴差阳错反而给了特朗普不少活动空间和余地。(8)但实际上，一国之内的防疫必是联动的，

岂有可能有哪一州真能苟全于乱世而独善其身。因此，似乎可以说新冠疫情爆发在大选之年，冥

冥之中注定二者必有一番纠葛。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在美国政治体制下必然要和各州扯上关系，所

以连带着会更加凸显选举人团制度下“摇摆州”所扮演的左右全局走向的关键角色。

很有意思的是，从一个侧面看，特朗普似乎并未完全把握住“摇摆州”的机会，比如人口

大州佛罗里达，共和党州长执政，又是特朗普海湖庄园所在地，却沦为疫情重灾区，又如亚利桑

那 (9)，亦是共和党州长执政，而一跃成为疫情重灾区。因为客观上疫情的态势是否严峻左右了各

州经济能否顺利重启并持续运转，因此这些共和党执政的“摇摆州”的重大防疫失利不仅会有疫

(1) Ilya Somin,“How Liberals Learned to Love Federalism”, The Washington Post ,  July 12, 2019.

(2) 参阅 Frank Thompson, et al., “Trump, the Administrative Presidency, and Federalism” (September 29, 2020), Brookings, https://www.
brookings.edu/book/trump-the-administrative-presidency-and-federalism/,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3) 参阅李海默：《新冠疫情下的特朗普政权与奉承政治学》（2020 年 4 月 4 日），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6823665，最后浏览日期：2021 年 1 月 11 日。 

(4) 参阅 Alan Greenblatt, “How the Pandemic Broke the Trend Toward Federal Expansion” (December 9, 2020), Governing, https://www.governing.
com/now/How-the-Pandemic-Broke-the-Trend-Toward-Federal-Expansion.html,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5) 参阅 Boris Shor and Nolan McCarty, “The Ideological Mapping of American Legislatur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2011, 
105 (3), pp.530-551。

(6)  此小节主干部分的分析完成于 2020 美国大选之前。

(7) 民主党籍州长若想从联邦政府获得足够的医疗资源支持，就必须在媒体上公开赞扬特朗普，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特朗普往往
会刁难他们，甚至当众批评他们的需索是不合理的，因而不会得到联邦政府全力支持。关于此点，亦可参阅 Andrew Gawthorpe, 
“Federalism Has Become Another Casualty of Trump and the Coronavirus” (April 18, 2020),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
commentisfree/2020/apr/18/federalism-another-casualty-donald-trump-coronavirus ,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8) 尤其是特朗普凭借现任总统优势地位和铁粉拥趸群体的持续支持，虽民调显著落后于拜登，却仍能保有一战之力。

(9) 该州亦为广泛意义上的“摇摆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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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上的冲击，(1) 而且会产生经济上的连带效应，(2) 并最终影响到整场大选的走向。汇总选后数据可

见，虽然特朗普成功守住佛罗里达、俄亥俄这两个由共和党州长执政的“摇摆州”，但疫情的恶

化明显让他失掉了佐治亚和亚利桑那等同样由共和党州长执政的“摇摆州”。若特朗普能更多投

入资源将佐治亚、亚利桑那等共和党执政州的疫情控制住，他和拜登之间的差距将会缩小（尽管

仍不一定能赢），而特朗普基本放弃了这些机会。而早在选举进行时，美国媒体已注意到疫情正

在那些关键的“摇摆州”里肆虐和升温。(3) 笔者进一步分析原因，发现各“摇摆州”内，若一州

为“红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低于或持平该州人口排名，则该州较可能“翻红”，

如俄亥俄、佛罗里达；若一州为“红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高于该州人口排名，

则该州较有可能“翻蓝”，如佐治亚、亚利桑那。由是可见，特朗普轻忽疫情的态度最后也确实伤

及自身。

于是另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是如何守住俄亥俄与佛罗里达的，又是如何抢到“蓝营”州长

执政的“摇摆州”北卡罗来纳的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与州长防疫的相对表现相关，如北卡罗来纳

的情况就是一州为“蓝营”州长执政，11 月大选时确诊病例排名高于该州人口排名，是以该州“翻

红”（“蓝营”州长抗疫无成）。但很明显，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特朗普将疫情的政治化操作（即国

内可怪政治对手民主党，国外可责难中国）。

选前笔者已预估，如果特朗普在疫情问题上无法挽回，那么他很可能将狂打“中国牌”来试

图对其选情进行急救。而且我们还要看到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摇摆州”的防疫失守、疫情

蔓延，可能反而会让特朗普在这些州内更加方便地将“中国牌”和疫情关联起来，进而得分。因

为近年来美国各项选举一再告诉我们，有时选民并不追随理智，而是诉诸情绪和激情的发泄。有

可能出人意料之外，防疫失败反而正好给特朗普以怪罪、归因于中国的借口。从选后汇总的实际

情况看，特朗普确实这样做了，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只是通过这样做的得分不如防疫失败

的失分多，因此总体来看无法弥补缺口罢了。具体而言，特朗普能守住佛罗里达，在不小的程度

上即是拜此种群众心理的机制所赐。

特朗普作为一个擅长操纵话术的总统，巧舌如簧，指鹿为马，功夫深厚，在近期防疫问题上

更是展现无遗：当美国被测定为新冠感染者人数大幅爬升时，特朗普说就是因为检测做得太多太

好了，才有这么多人被确定为感染；当全美确诊者人数飙升而死亡患者数并未在短期内剧烈上升

时，特朗普说美国确诊患者中的死亡率天下最低；世人有目共睹，美国明显防疫失败，形成令人

瞠目结舌的多震中的疫情结构，特朗普却硬是要说美国防疫是全世界做得最杰出的之一。此类话

术的效果，在中间选民那里也许买单的人并不多，但在特朗普的核心拥趸中则毋宁说是典型的谎

言重复一千遍，自然就成为真理。在特朗普与各州关系上同样也是如此：一旦有了成绩，全归于

(1)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即各州法律框架是有差异性的，因此各州州长手中的权力强弱是不同的，比如，历史性地
讲，纽约州、俄亥俄州、犹他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的权力属于极强，而西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和
洛杉矶所在的加州，州长的权力则较弱（参阅 Robert Lineberry, et al., Govern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 2009, p.674）。

(2)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拜登，美国一般选民普遍对特朗普搞经济比较有信心，而这一项是特朗普唯一显著超过拜登的
指标。

(3) 参 阅 Olivia Rubin, et al.,“Coronavirus Surging in Every Key Swing State as Voters Head to Polls”(November 2, 2020), ABC News, https:// 
abcnews.go.com/Politics/coronavirus-surging-key-swing-state-voters-head-polls/story?id=73963121,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Harry Stevens, “Coronavirus Cases Are on the Rise in Every Swing State” (October 29, 2020),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graphics/2020/elections/swing-states-covid-cases/,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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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领导有方；一旦出现失误，则是州长们的失职。作为超级大国的领袖，这实在可说是一种德

不配位。

总体而言，上述高度政治化的操作是远水难解近渴，或者说是杯水车薪，虽亦在局部略有所

得，终究抵不过防疫全盘失败造成美国选民普遍印象上的所失。

五、结论
 笔者还想略谈一下学界关于不同国家的联邦体制在防疫上的表现的相关研究。马克·罗泽

尔（Mark Rozell）等人比较了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美国这四个联邦体制国家对疫情的反应，

认为其中三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德国）在危机中表现良好，行动迅速，进行了广泛的病

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并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一套相对统一的政策。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则是

灾难性的，在病毒爆发之初就浪费了数月时间，其病毒检测工作开展有限，各级政府间合作不力，

各州间，甚至在某些州，连一州之内的政策差异都显得很大。而特朗普需要对美国的防疫失败负

重大责任。(1) 奥古斯丁·吉罗迪（Agustina Giraudy）等人对墨西哥、巴西和美国等不同联邦体制

应对新冠疫情的情况做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似乎非总统制的联邦体制国家在应对疫情时表现尚

佳。(2) 尽管不同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大家不约而同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地位对美国联邦防疫体

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

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说联邦制度是美国防疫失败的本质原因。但美国的防疫因其联邦体

制的固有设计，必然需要一个有能力、有威信，且愿意担责任、尊重科学专业意见、做事顾及后

果和影响的联邦政府，统筹、兼顾、协调并强力支持各州防疫以齐头并进，而当这样一个角色明

显缺失或不作为时，美国的联邦体制可能正好反过来会对疫情的持续延烧产生某种“助燃”的效

应。而当防疫逐渐混合政治极化现象，并联系到 2020 年 11 月的总统大选时，这种“助燃”可能

更甚，舆论的口水战变成大幕的中心，真正的问题端倪则被隐埋。 一般在学界看来，美式联邦

体制的好处包括使各州的法律与制度较具灵活性，有助于实现更为规范的财政纪律 (3) 等；坏处包

括增加了复杂性与使人困惑的特点，使政府公共服务在不同地区间有不平等性，使统筹工作难以

展开，有时使政府的资源重复投入产生浪费，但是相关的监控把关机制却非常薄弱，使不同行政

区之间在管治上可能产生冲突等。(4) 结合新冠疫情在美国的爆发，我们可以说，一个不称职的美

国总统足以遏制美式联邦体制的既有优点，并极大化美式联邦体制的传统性缺点。明乎此，则问

题的本质原因似乎并不直接在于联邦体制本身，而是联邦政府理应扮演的领导者角色的极度缺位。

联邦制未必一定与防疫的科学逻辑相悖，但一个中央政府不愿高度负责且希求通过政治化途径应

对和处理疫情的联邦体制，对疫情的防范与化解很可能会是灾难性的。

(1) 参阅 Mark Rozell, et al., “Federalism in a Time of Plague: How Federal Systems Cope with Pandemic”,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0, 50(6-7), pp.519-525。

(2) 参阅 Owen Berger, “Political Scientists Discuss the Role of Federalism in Combating Coronavirus at DRCLAS Webinar” (November 
18, 2020), The Harvard Crimson, https://www.thecrimson.com/article/2020/11/18/drclas-federalism-covid-response/,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3) 参阅 Pietro Nivola, “Federalism’s Downside”(February 16, 2012), Brookings,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federalisms-downside/,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4) 参阅 Kevin Smith, et al., Governing States and Localities ,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18, pp.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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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依据其历史、民俗与传统，自有不同之制度脉络，联邦制（尤其是大邦与小邦间之调和）

确为美国作为由英属殖民地派生的国家自建国时代起之典范（paradigm）。联系到我国实际情况

和历史传统，(1) 众所周知，早在民国时代的联省制辩论中，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现实已从根本上

否定了包括美国体制在内的各种联邦制度在中国土壤上的适用性。而通过此文之分析，我们应可

看到，即便是在以强调地方权力而著称的美国联邦制里，中央仍需有一定统筹规划之权，且必得

负起协调诸方之责，方得统御全局应对如新冠疫情一类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当联邦政府缺位或

不作为时，仅凭地方一域之力，难以真正有效遏制态势、稳定局面和摆脱问题。在公共政策领域，

制度固然关键，但人的因素也同样极端重要，所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即此之谓也。

作者系美国休斯敦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1) 实际上，正如美国学者肯特·伊顿（Kent Eaton）所指，即使是单一制国家，其地方政府仍可能具有极大动能。伊顿的相关
分析可参阅 Owen Berger,“Political Scientists Discuss the Role of Federalism in Combating Coronavirus at DRCLAS Webinar”(November 
18, 2020); Kent Eaton,“Decentralization and Federalism”,  in Peter Kingstone and Deborah Yashar,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 Milton Park, UK: Routledge,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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